











































































































　　《中国语历史文法》的词类观主要体现在了第一部 2 的〈词〉和 4 的〈词类〉。相对于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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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种区分是以能否单独成语句、能否单独成句节来作为衡量词的独立性强弱的标准，出现在第一部 2 的“词”这一章节中。
在独立性强弱这种区分标准下，由于不能考虑意义，所以数词的归类成了难题，图示时只好以“表示数的”一语带过。
16） “副……词”的“副”大约表示前置，“后助……词”的“后助”大约表示后置。日文原版使用的名称是“補…詞”和“助…詞”。
由于“補”和“助”的分工没有被明确指出，而且尤其是“補動詞”、“助動詞”这样的名称，如果直接套用于汉语语法研究，
很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于是汉译本将名称修正统一，前者译作“助动词”，后者译作“后助动词”。从而明确了“副
……词”和“后助……词”的分工。
17） 根据论述需要，【表三】的词例排列形式和内容均遵照原文，但是对原文的列表作了如下变动：简化了原文的列表，仅
保留了相互之间拥有某种特殊关系或是内部包含了某种特殊小类的具体词类。不具有这些特殊性的具体词类——代名词、
介词、副词、连词和感叹词，相关部分则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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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 个　件　只　张　把　头
回　次　下　盪　遍
动　词 （他） 吃　喝　看　说　杀　打听　讨论　研究
 （自） 来　去　走　坐　站　死
助动词 肯　敢　能　会　可以　应该　　总得
要　被打　难说　好使　容易明白
兼语动词 使　让
我叫他去　他被我打了　蒙您夸奖
后助动词 （趋向）
 （态）
 （可能）
 （对象）
 （程度）
 （决定）
 （补语）
～来　～去　～上　～下　～出来
～了　～过　～着　～起来　～下去
～得　～不得
～得上　～不上　～得好　～不好
～给　～到　～在　～的
～大发了　～得过儿
～定
～得　～个
同动词 是　象　似乎　如同　仿佛　算是　等于
形容词 好　坏　大　长　短　高　红　黑
伟大　勇敢　聪明　干净
后形容词 ～多了　～得多　～多着呢
～得慌　～了去了　～不过　～极了
助　词 们　什么的　伍的　的（得，底，地）　的话
的时候　之前　之后　似的　一般　一样
句末助词 （甲）吗 　吧　罢了　啊　呀　哇　哪
（乙）了（啦）　呢　来着
准句末助词 才好　才对　才是　才行　就是　就得了　就结了
　　【表三】提示的是筛选之后留下来的五种相互之间拥有某种特殊关系，或是内部包含了某种
特殊小类的具体词类。即使是作为【表三】原型的列表，也不是单纯地顺着示意图的思路走下去的。
例如名词处的不完全名词、动词处的兼语动词和同动词、以及助词处的句末助词和准句末助词，
都是示意图没有提示的小类；太田辰夫是将它们作为具体词类的特殊下位小类提示出来的，实际
上可以算是词类划分的延续。而名词处的副名词和后助名词、数词处的副数词、后助数词和量词、
动词处的助动词和后助动词、以及形容词处的后助形容词，则是示意图（参见【表一】）已经提
示过的具体词类 ；太田辰夫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们由于前置或后置而形成的特殊关系，已经不再
是词类划分的问题了。不过，列表里把这两种不同情况不加区分地一并罗列，这样的处理明显有
失妥当。
4．《中国语历史文法》的词类观试评
4.1以现代汉语为参照背景的近代汉语的首次尝试
　　《中国语历史文法》的第一部既是序论，实际上也是总论，因此跟第二部由具体个论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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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相比，理论性更为突出。
　　前言中已经提到过太田辰夫的主观本意是叙述现代汉语语法的概要，所以词类划分本意上针
对的也是现代汉语。但是此书的考察角度毕竟不是时间轴上的横向共时比较，而是纵向的历时比
较，即客观上实践起来必须兼顾到近代汉语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词类划分要比
单纯地只研究文言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的时候困难复杂得多；并且由于历时这一因素，客观事实
是其对象范围与其说是现代汉语，还不如说是以现代汉语为参照背景的近代汉语。在汉语史里，
时期上，近代汉语介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性，但是由
于语料缺乏等种种缘故，早先受重视的程度远不及后二者；所以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本来开始的
也就比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晚。
　　《中国语历史文法》越来越为人所知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归功于再版和汉译本
的出现。可是到了这个时期，一方面，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也好，现代汉语研究也好，对词类问题
的研究都已经十分丰富发达，关注的学者也较少；另一方面，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还没有真正深入
开展，关注近代汉语词类问题的学者当然更少。除此之外，正如上文3.2所示，《中国语历史文法》
的词类观无论从传统眼光还是从现代眼光来看，另类的内容都相当醒目，想要正确地去理解把握
实属不易。是以时至今日，虽然近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已有了长足进步，借鉴了《中国语历史文法》
的研究也大有所在，却尚无研究者对其中的词类观进行点评或是予以继承发展。
　　类似于太田辰夫这种词类划分的尝试，至今为止都再没有出现过第二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虽然从后来汉语学界对《中国语历史文法》第一部内容的关注度一直不高这一点来看，这次词类
划分的尝试可能不算成功，但却也并非毫无意义。
4.2对结构主义语法理论运用的失与得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流行可谓世界性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各国的语言学研究都产生了
巨大影响。日本的语言学界不例外，《中国语历史文法》也不例外。
　　《中国语历史文法》的词类观，是运用了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尽量摒弃意义，在只考察词的
句法分布特点（即语法功能）或词的组合能力等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注重形式结构不考虑意义，
导致了以下结果 ：即使设立了多项标准，却由于这些标准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对一些词类的认识
处理出现了较大失误。比如数词，运用这些标准来对它进行词类划分，结果却发现几种语法功能
都略微兼有，于是无法使其归类，只好将其设定为一个特殊类。再如对待方位词，将双音节的归
入名词，将单音节的处理成后助名词，也是无视二者意义上的关联性造成的。
　　更为严重的是除了后助数词以外，名称上整齐划一的一组“后助……词”，包括上文分析的
把单音节方位词处理成后助名词。其中又以后助动词的下位分类至为庞杂混乱，有用作趋向补语
的移动动词（“趋向”类）、动词语法化成的体标记（“态”类）、也有可能补语的肯定和否定形式（“可
能”类）、引出结果补语的动词（“对象”类）、甚至还出现名称即为补语的下位小类（“补语”类）。
将句子成分问题跟词类问题混为一谈，无形中用句子成分划分代替词类划分，这就是由于一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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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后置于动词这一句法分布特征。王灿龙2013已经明确指出过这种混乱是汉语词类划分过度依赖
语法功能所带来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
　　顺便再回顾一下《中国语历史文法》本论的成就，详实的语料和精确的分析是本论获得广泛
认可的关键所在。而为了对某个具体的词做出精确分析，只有抽象的语法功能分析注定是不够的，
必须适当结合这个词的意义，根据需要还可能要同时兼顾狭义的词汇意义和广义的语法意义。
　　在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中国语历史文法》的词类观也体现了运用结构主
义语法理论所带来的一些突破，其中一个就是通过观察词与词的共现关系来定位那些难以使用意
义标准来划分的词类。这一点可以从【表三】管窥一斑。
　　上文已经说明过 词类名称以“副……词”和“后助……词”标志的这几类词是分别通过与
成为了中心成分的相对位置——前置和后置来发挥作用的。而在这些词类当中，诸如副名词、后
助名词的表类似的小类、后助动词以及后助形容词等，放在当时都还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过，是一
个大大的未知群体；不仅为它们确立意义标准难度很大，而且如果不是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甚
至找不到该如何给它们划分词类的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太田辰夫的具体标准尚有不
妥，但是借助与中心成分的词类形成的特殊关系将这些词类纳入研究视野，已经是迈出了意义匪
浅的一步了。
4.3现代日中语言对照研究的第一小步
　　太田辰夫思考所得的特别之处，实际上还必须提到母语背景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他的见解
里多多少少融合了日语的认识模式。能够自如运用日语来辅助对汉语语法的思考者，大概在当时
的汉语学界太田辰夫是绝无仅有的。
　　〈词〉和〈词类〉这两个章节里，至少有两处是受了日语的启发才能够做到的。一处是独立
性强弱这一标准的提出以及根据这个标准的 3 个分类。阅读日文原版，这一处与日语的关联性一
目了然：独立词和附属词在日文原版里记作“自立語”和“付属語”，就是日语里原原本本的一
种词类划分方式，划分标准正是能否独立成为句节，划分结果即为这两类。这种划分标准运用到
汉语词类划分时，太田辰夫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汉语情况加以改动，于是标准变成了能够独立成为
语句和能否独立成为句节。而准独立词——日文原版里记作“準自立語”，日语里没有，也是太
田辰夫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汉语情况加进去的。于是，《中国语历史语法》针对汉语词类大类的划
分标准，既没有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也没有完全遵从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的模式，而是出现了一种
独特的中日合璧式。
　　另一处还是“副……词”和“后助……词”这几类词。后助动词在日文原版里记作“助動詞”，
是日语里原本就有的、后置于动词表示体、态等标记的词类。因此汉语词类里出现后助动词的构
想源头就是日语；然后太田辰夫再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汉语情况加以类推扩展，于是形成了分别以
前置和后置为句法分布特征的两组词。
　　不但如此，日语的启发并不止于词类观，还体现在了对一些具体词条的新发现上。例如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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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董秀芳2013对趋向词语“下”所做的论述，其中就非常重视太田辰夫对这个词条的先
行考察说明，并推测这一成果得益于日语。甚至还参考太田辰夫的说明归纳出了一种新的体标记
名称——备放体。引该论文原文18）如下：
　　　 　　太田辰夫（1987）指出了“下”的这种用法，他说：“‘下‘还用作实行某种
行为以备日后之用的意义”，他举了以下的例子：
　　　　　为君留下相思枕。（李白诗）
　　　　　枢密侍郎如今归去后，可办下所有珠玉等。（郑望之《奉使录》三）
　　　 　　太田辰夫之所以能归纳出“下”的这一义项来，可能是与日语相比照得到了
启发。如果说上举第一例表示备放体还不太明显的话，第二例就比较典型了。我
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
　　　　　安排下打凤牢龙，准备着天罗地网。（元关汉卿《单刀会》第二折）……
　　　　　小结：
　　　 　　备放体不仅仅表示某动作的完成，还隐含着这种动作完成的目的性，即为未
来做准备。备放体涉及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带有主观性。
　　而根据例证，熟悉日语的方家都能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汉语“下”的这种用法即类似于“して
おく”。若有精通日汉双语的研究者仔细阅读《中国语历史语法》本论，相信类似的惊喜还会再
有一些的。
5．余论
　　有关词类的论述说明在《中国语历史语法》这本著作里所占篇幅很少，分量也不重。但是短
短的篇幅里付出的心血却不小，尤其是力图将前人尚未涉猎的一些词类纳入整个词类系统来充实
完善这个系统的整体性时。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新尝试的词类观当然很不成熟，失误不足不在少
数。但是正是伴随着错误产生和错误纠正的循环往复，研究才有了前进一步的可能性，才有了我
们今天翻阅书页或批评不足或发现闪光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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